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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卫生治理深受地区活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卫生

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决定全球卫生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文件档

案分析和专家访谈,追踪了东盟以传染病防控为核心的地区卫生合作实践进

程,认为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在多重实践进程中的互动演进推动了地区

卫生合作.一方面,规范本土化通过产生共同利益认知与集体身份,引领了

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另一方面,本土化后的规范也会随着合作制度的持续

发展而发生自我演化,从而使规范本土化得以保持引领作用.深入理解东盟

地区卫生合作中规范、理念、身份以及制度的互动及其演进机理,不仅可为

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提供思路,也有助于维护中国周边卫生安全,促进中国—
东盟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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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盘桓使全球卫生治理成为热点问题.全球卫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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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深受地区活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决

定全球卫生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治理的进一步扁平化,治理主体

和治理方式也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①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发达

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东盟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也具有典型性,可以对我

们思考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卫生治理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建立在政治文化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卫生治

理能力不平衡的基础上,强调各利益相关方在多层次动态系统中的互动进

程,并保持了国家的自主性和程序的灵活性.它不是建立在正式制度安排基

础上、以预期结果为导向的一体化模式,而是一种以改造和适应国际规范为

引领、边合作边凝聚共识、渐进发展制度的开放式进程.这种地区卫生合作

方式为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 “雄心”与发展中国家 “低能”之间存在的 “高
不成低不就”的困境提供了思路.那么,东盟地区卫生合作推进的逻辑是什

么? 规范与制度如何在其中互动? 事实上,卫生合作并不必然由最强大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推动,如何促使各层次行为体遵守卫生治理规范已成为有效提

升全球卫生治理效能的重中之重.② 同时,外来规范的本土化,以及在国际

规范与当地实践间建立一致性的过程,一直是东盟塑造地区合作机制的核

心.③ 因此,要深入理解东盟地区卫生合作的发展逻辑,追溯其 “对问题共

同解释”的历史与探讨其功能性的制度同样重要.④ 然而,学界对此还没有

加以系统研究,规范在东盟地区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⑤ 因此,本

文通过探寻卫生治理规范与卫生合作制度在东盟地区卫生治理实践中的互

动,试图深化关于东盟地区治理与合作的学理思考,并促进对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提升卫生治理能力有效途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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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研究及评析

尽管卫生安全是人类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直至 “非典”疫情后,
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才被学界所关注.作为一个跨学科话题,相关研究散见

于卫生治理、公共政策与全球治理等议题中.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格

局,学界和政界呼吁全球卫生治理 “拥抱”国际政治,将国际关系学纳入全

球卫生治理知识库,来有效应对以跨国传染病威胁为核心的卫生安全问题.
目前,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东盟地区卫生合作发展的研究,主要存在四

种解释路径.
一是公共产品供给论,认为东盟通过提供卫生公共产品推动了地区卫生

合作.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 (MelyCaballero－Anthony)指出,卫生公

共产品供给在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机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① 其中,
东盟内部的 “领头羊”国家是地区卫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泰国、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通过向周边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促进了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②

二是大国援助促进论,认为东盟利用大国卫生援助推进了地区卫生合

作.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指出,东盟国家在美国的卫生援助下

建立了传染病防范、疟疾控制等机制,增加了对卫生治理事务的参与,从而

促进了地区卫生合作.③ 伯特伦普罗维登斯 (BertramCProvidence)和张

业亮等指出,美国的卫生援助成为东盟推动地区卫生合作、提升传染病防控

能力的重要依托.④ 王丹和刘继同认为,中国在湄公河五国的卫生实践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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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合作的深化奠定了基础.①

三是东盟聚合协调论,认为东盟发挥聚合与协调的政治作用推进了地区

卫生合作.首先,东盟通过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促进地区卫生合作.玛丽
诺臣斯基 (MarieNodzenski)等指出,东盟利用其自身的伙伴关系网络,为

地区创造出一个促进利益、规范和价值观融合的合作平台.② 玛丽拉米

(MarieLamy)和华凯宏 (KaiHongPhua)认为,东盟通过增强非正式治理

网络的有效性来促进地区卫生合作.③ 其次,东盟以 “清谈”促合作,奠定

共识基础.黄文明 (HoangVanMinh)等指出,虽然各国的卫生治理水平

和执行卫生政策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但东盟通过 “清谈”带动了合作政治

意愿的增加.④ 林仁良 (JeremyLim)、瑞安提简兰特 (RiyantiDjalante)
和梅丽莎克里 (MelissaCurley)等也认为,东盟通过召开一系列高层级

会议,促使各国从共同体角度认识到疫情带来的共同威胁,提供了合作的政

治承诺.⑤ 汤蓓、梁潇和张洁则指出,协商对话是东盟促进地区卫生合作的

有效方式,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的合作是其实践路径.⑥ 最后,东

盟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地区卫生合作.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指出,东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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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政治影响力有效推动了地区传染病防控的分工与协作.① 安娜阿玛亚

(AnaBAmaya)和文森特罗莱特 (VincentRollet)等也指出,东盟在地

区卫生合作中既扮演了全球与国家间的纵向传导角色,也扮演了地区间的横

向协调角色,② 成为沟通协调内外、促进合作共识的重要力量.
四是规范塑造赋能论,认为东盟通过扩散或改造国际卫生治理规范推进

地区卫生合作.有学者指出,东盟内部的规范倡导者通过推动国际卫生治理

规范在本地区的扩散,成为促进地区卫生合作的主力军.克莱尔韦纳姆

(ClareWenham)指出,泰国通过推动国际传染病防控规范在东盟的扩散获

得了地区领导力,从而得以引领地区卫生合作的发展.③ 还有学者认为,东

盟对国际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引领了地区卫生合作.艾伦柯林斯 (Alan
Collins)认为,东盟对艾滋病防治规范的本土化是地区艾滋病联防联控合作

机制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④ 莎拉戴维斯 (SaraEDavies)也指出,国家

政治系统和卫生治理能力低下导致 «国际卫生条例»在部分东盟国家失去规

范效力,东盟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对其加以适应和改造,保证了国际规范能够

保持对地区卫生活动的引领,进而推动地区卫生合作.⑤

以上路径分别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东盟地区卫生合作得以发展的原因,对

本文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但也都存在相应的解释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论”
只探讨了卫生公共产品对地区卫生合作的作用和影响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东

盟内部卫生治理能力非均衡化与合作收益分配不平衡问题. “大国援助促进

论”则无法解释为何东盟各国长期得到大国的卫生援助,但直至 “非典”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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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后才实现地区卫生合作的快速发展.虽然 “东盟聚合协调论”已关注到东

盟在地区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东盟如何通过聚合与

协调来促进地区卫生合作.“规范塑造赋能论”仅从规范倡导者和规范生命

周期理论视角出发,无法理解国际卫生治理规范扩散到东盟地区后的动态变

化,也忽视了东盟内部治理能力不平衡以及对国际规范遵守程度有差别的情

况,从而缺乏对影响国际卫生治理规范扩散进程中地区内部动力和施动者的

研究,更忽视了有关卫生治理规范与合作机制互动的探讨.虽然近期已有研

究指出,规范本土化引领了地区卫生合作,但是并未更进一步阐明规范本土

化如何促进地区卫生合作.

三、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协同演进:一种地区治理实践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表明,探析东盟地区卫生合作得以推进的原因需要

引入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借鉴实践理论的动态性视角,尝试加强对地区卫

生治理实践中规范与制度互动逻辑的探讨.
(一)核心概念界定

国际规范扩散与行为体社会化是实现全球与地区治理的重要途径,然

而,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通常将规范传播路径自觉或是不自觉地界定为 “自
上而下”的传播过程,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本土能动性.① 事实上,

非西方行为体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客体,更是日益重要的能动主体,通过物质

与观念的互动在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② 作为规范在

扩散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 “规范本土化” (normlocalization)始于对外

来规范的重新解释和再表示,③ 是本地行为体通过阐释、框定、嫁接和文化

选择对外来规范进行积极建构的动态过程,从而使国际规范与本地信仰和实

—７３１—

①

②

③

魏玲、杨嘉宜: «规则、关系与地区安全治理———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协作治理为

例»,载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３０~３１页.
袁正清、肖莹莹: «国际规范研究的演进逻辑及其未来面向»,载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阿米塔阿查亚: «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白云真、宋亦明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９９页.



　□ 当代亚太　

践形成显著一致.① 同时,规范及其意义都深嵌于社会实践中,可通过情境

互动被塑造和再造.因此,本文将采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视角,将规范

本土化界定为 «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中集体治理规范与国家核心能力建

设规范在地区情境中被重塑和适应的过程.

在全球化和卫生安全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全球卫生治理日益受到重视.
本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定义,将 “卫生治理”定义为 “在全球

化背景下,为促进和保护人民健康,通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和规范,
作用于全球不同层面的实践进程”.② 东盟的地区治理具有独特性,其地区卫

生合作方式也呈多元化,形成了双边援助与多边框架配合,地区内外国家、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多层次合作并行的态势.

(二)规范本土化如何影响地区卫生合作

实践联通物质和意义、结构和过程,使跨越范式对话成为可能,也为理

解东盟地区卫生合作提供了进程性和情境性视角.针对实践如何导致变化的

问题,国际关系实践理论指出,实践的变化只能来自实践活动的实施,实践

既是解释因素,也是被解释因素.③ 本文将实践视为解释因素,旨在探讨实

践如何实施 (即能动性和竞争性问题),以及各种实践活动如何互动 (即实

践的互动关系问题)两个变化过程,即地区卫生合作实践怎样实施,以及规

范本土化的实践活动与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的实践活动如何在其中互动.建

构主义规范理论只探讨了规范塑造行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际规范不

能对某一地区产生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规范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的不同,同

时忽视了异质性问题,没有更进一步探讨在国家同质化程度低、规范相互冲

突、共识难以达成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共同的身份和利益.因此,保罗迪

马乔 (PaulDiMaggio)提出,应重点研究不同情境如何影响规范,以及知

识如 何 对 行 为 体 进 行 身 份 和 利 益 建 构.④ 罗 纳 德  克 雷 布 斯 (R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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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２６３Ｇ２８７



弥合 “雄心”与 “低能”□　

RKrebs)和帕特里克撒迪厄斯杰克逊 (PatrickThaddeusJackson)也

通过建立修辞强制 (rhetoricalcoercion)模型,① 在规范和行为因果关系间

加入传导机制.奥利雅各布森丁 (OleJacobSending)和艾弗诺依曼

(IverBNeumann)指出,规范和知识通过深嵌于实践之中,使实践得以界

定行动并提供行动指导.② 吴琳、魏玲和杨嘉宜也指出,规范不必然催生制

度,也不能自动构建治理实践,国际规范需要由地方关系过程激活和运化,
才更可能产生合作机制.③ 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实践理论认为,不是规范塑

造了行为,而是规范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塑造了行为,它在规范与行为的互

动机制之间加入了关键的传导要素.以实践的视角来研究规范本土化如何影

响地区卫生合作,可以详细说明 “情境”是如何起作用的.

因此,本文借鉴主导性实践 (anchoringpractice)理论指出,规范本土

化的实践通过生产和使用地区卫生合作的本土知识,界定了互动所需的基础

架构和参照规则,从而影响地区卫生合作实践.主导性实践理论最初由美国

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安斯威德勒 (AnnSwidler)提出,④ 随后在奥利雅

各布森丁和艾弗诺依曼教授对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该理

论认为,主导性实践通过搭建其他实践得以实施的结构来发挥引领作用,这

一方面是因为,主导性实践通过建构其他实践的规则习惯使其行为方式和标

准产生了路径依赖;⑤ 另一方面,行为体要相互协作,就不得不回到共同的

结构上来.⑥ 该理论基于一个假定,即世界由诸多 “实践集群”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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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ellation)构成,实践集群中各种实践的相互关联和互动会引发变化.①

规范本土化的实践是外部性内化和内部性外化的辩证过程.在讨论和制定本

土规范的过程中,国际规范这一外部因素被纳入本土行为体特有的惯习和偏

好之中.同时,本土行为体的偏好和惯习也被投射到国际规范中,从而产生

了本土化的规范,为利益认知、身份判断和行动方式提供背景知识.② 同时,

规范本土化实践在占支配地位的原有规范图式的基础上,对外来国际规范图

式进行编码,③ 将其塑造为一种容易被本土行为体解读和执行的行动模式,

并促使行为体依照该模式做出行动,以实现对行为的改变.
(三)规范本土化如何促进合作制度化

共有认知与集体身份在地区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通过对目标和

结果的共同理解来塑造期望并促进合作.④ 事实上,规范本土化并不必然导

致自省式的主体间共识,但只要行为体参与其他实践时,能够依照规范本土

化实践设定的构成性规则来采取行动,规范本土化就能够产生共同利益认知

和集体身份,进而建立对目标和结果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期望,在内群体中引

发认知共鸣和身份内化,从而实现对其他实践的影响.

第一,规范本土化通过强调行为体面临的共同卫生安全威胁,框定合作

的共同收益,塑造了共同卫生安全利益的认知.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以国家

间合作为前提,而国家间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因此,对共同卫生安全利

益的认知是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的前提.共同利益作为国际合作的必要不充

分条件,超越于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概念,具有社会建构性,⑤ 为实践发挥

作用提供了空间.同时,共同利益也具有观念性和认知性,国家意识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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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利益是确保制度运行和国际社会形成的基本前提.① 虽然自我观念具

有 “自生”特征,② 但共有观念却可以在实践进程中通过互动来建构.“共同

利益的观念性”与 “共有观念的可建构性”为本文探讨规范本土化与共同利

益认知的互动提供了对话的可能.因此,本文强调共同利益的观念性特质,
认为共同利益观是国家对其与他国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部分的认知.其中,
共同威胁认知和共同收益认知是共同利益观的一体两面,具有相对性和可塑

性.二者形成的动态平衡关系一起作用于国际合作的整个过程.在共同威胁

既定的情况下,共同利益观的塑造就是要让行为体产生更多的共同收益认

知.但是,共同利益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中所涉及的主体越多,共同利益认

知中所涉及的标准就越容易降低.不过,正是通过这种标准降低和 “不完

全”共识的达成,共同利益边界得以扩展至更广泛的行为群体.规范本土化

实践正是以牺牲部分标准和目标为代价,将国际规范重塑为容易被本土行为

体解读和执行的地区规范,来扩展共同利益的群体边界,从而换取各行为体

对共同利益的共有认知,为合作奠定共识基础.
第二,规范本土化促进了地区卫生合作实践进程的保持,有助于塑造彼

此信任和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进而建构出地区卫生合作治理的集体身份.
单凭对共同利益的认知无法有效解决东盟同质化程度低以及卫生治理能力不

平衡的问题,实现地区卫生合作的集体行动仍面临阻碍.因此,东盟各国需

要在落实本土规范的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卫生安全利益认知,建构出合作治

理的集体身份,从而强化合作意愿,促进合作行为的开展.作为国际关系行

为体最重要的身份之一,③ 集体身份强调自我边界的扩展以及 “自我—他者”
之间界限的模糊与超越.同时,集体身份是在实践进程中建构而来的一种认

知,需建立在共同经历和实践情境上,通过与 “他者”的社会互动来习得.
在互动中,起点是 “一个没有共有观念的世界”,行为体带着各自物质性的

自我需求和预设观念参与互动,在这个 “初次相遇”的互动进程中,行为体

根据 “他者”的行为修正观念和选择行为方式, “他者”也根据行为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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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其做出角色认知和回应.① 互动双方在共同经历与互动中,把原先各自

单独占有的认知分配状态变为一种共有认知分配状态,② 集体身份开始形成.

因此,本文在借鉴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Wendt)身份理论的基础上,
将行为体参与规范本土化的共同实践经历纳入集体身份形成和进化的过程

中,对集体身份形成机制进行了修正.对于东盟来说,与国际卫生治理规范

“初次相遇”的方式决定了以后的互动逻辑,而本土化就是这 “初次相遇”

的方式.本土化通过为地区卫生治理实践搭建得以实施的结构,使其产生路

径依赖,从而得以引导地区卫生治理实践进程.具体来说,东盟各国借助参

与讨论、制定和实施本土卫生治理规范的共同经历,在互动中强化了对共同

卫生安全威胁的共有认知,以及对各国在卫生安全相互依存情况下合作治理

带来共同利益的认知,并在互动实践过程中通过保证舒适度和维护各国自主

权创建了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强化了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从而建构了地区

卫生合作的集体身份.
第三,规范本土化通过提供情感承诺和建构利益网络,提升了集体身份

被激活的程度,增强了个体合作的意愿,改变了其卫生治理偏好,从而促进

了地区卫生合作制度的发展.共同规范最终必须通过产生集体身份来形成

“我们性 ”(weness),③ 即产生合作的强烈意愿,才能促进行为体改变其行

为偏好.当集体身份认同度高时,个体合作的意愿提升,个体行为偏好越具

有合作性,卫生合作制度化越容易实现.反之亦然.本文赞同国际关系实践

理论的观点,认为不是规范塑造了行为,而是规范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塑造

了行为,这个具体情境就是规范本土化的实践过程.社会学中的心理身份理

论认为,当行为体遭遇一个社会境域的时候,不同的身份就会被不同程度地

激活,④ 从而对行为偏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情感附着程度强的社会关系

越充分地依赖于某一特定身份,该身份被激活的程度就越大,对行为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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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也越大;同样,这些社会关系所包含的重要他者数量越多,该身份被

激活的程度就越显著,对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① 东盟地区治理的制度动力

来源于多重过程与规范实践,过程导向给予制度以发展动力,制度通过主导

性实践被界定和强化.② 东盟循序渐进的地区合作制度建设方式需要在实践

进程中得以体现,合作性话语承诺提供了情感支持,多层次的地区合作网络

让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切实感受到合作的好处,进一步强化了合作意愿.于

是,合作治理的集体身份通过多重实践的持续良性互动被激活.③

图１　规范本土化与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的互动演进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在多重实践进程中的互动演进推动了地

区卫生合作治理的发展.一方面,规范本土化通过产生共同利益认知和集体

身份,推进了地区卫生合作的制度化;另一方面,本土化后的规范也会随着

合作制度的持续发展而发生自我演化,从而使规范本土化得以保持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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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要说明的是,规范本土化的实践与合作制度化的实践在现实中是不可

分割的整体性多重实践,不同实践内容在整体实践进程中互动互构,具有高

度复杂性.本文的研究框架并非否认东盟地区卫生合作实践的多重进程性和

复杂性,而是为了厘清思路,所以进行了学术性化约处理.这是因为在研究

叙事中,我们无法兼顾 “全部现实”,但动态系统中分割开的部分始终具有

整体与部分的双重特质.①

四、卫生治理规范本土化与东盟地区

卫生合作制度化的协同演进

　　由于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东盟面临着严峻的、以传染病为代表的卫

生安全威胁.同时,东盟国家间卫生治理能力差异大,既有全球卫生治理的

“优等生”新加坡和泰国,也有 “困难户”缅甸.根据全球卫生学界对东盟

十国卫生治理能力的分类,新加坡、泰国、文莱和马来西亚应对卫生安全威

胁的能力较强,而印尼、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应对能力较

弱.② 以传染病防控为核心的地区卫生治理已成为影响东盟政治稳定、经济

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③

但直至２００３年 “非典”疫情后才实现较快发展.尤其是２００５年 «国际卫生

条例»的修订和本土性的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推出后,以传染病

联防联控为核心的地区卫生合作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逐步形成多层次、跨部

门的地区卫生合作机制,东盟国家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国家核心能力持续提

高,地区卫生治理能力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有所缓解.④ 以下将基于上文的理

论框架,通过梳理卫生治理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在东盟地区卫生合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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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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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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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 “雄心”与 “低能”□　

重实践中的协同演进,深化对非西方视角下地区卫生治理发展逻辑的理解.
(一)国际卫生治理规范的本土化与共同卫生安全利益认知

在全球化背景下,卫生治理不再只是医学问题,而逐渐成为安全问题.经

历了近十年谈判后,世界卫生大会于２００５年通过了新修订的 «国际卫生条例»
(下文简称IHR２００５).该条例秉承集体卫生安全逻辑,① 要求国家通过建设八

项核心能力来分担预防、监测和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责任.② 然而,国家主

权与全球卫生利益的内在张力,以及IHR２００５要求各国在规定时限内评估并

通报突发卫生事件可能涉及的跨国/跨部门沟通障碍,使其遵守面临诸多现实

困境.东盟十国虽在地理上相连,但在世卫组织体系内却被分散在两个地区办

事处下管辖,其中,印尼、缅甸和泰国在东南亚区,其余成员国在西太平洋

区,这加剧了沟通的复杂性与合作困难.此外,IHR２００５未明确指导各国如

何在多元环境中落实能力建设规范,对于缅甸、老挝、柬埔寨这样的卫生治理

能力较弱的国家来说,基本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制度体系来开展遵约行动.③

同时,东盟国家从 “非典”和 “禽流感”疫情的痛苦经历中认识到,卫

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和非排他性迫切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地区的集体应对.
在东盟内部号召加强合作以应对地区共同的卫生安全威胁的同时,世卫组织

西太区和东南亚区办事处提出了 “建立加强传染病监测和应对双区域框架”
的设想,并通过了一项名为 “与东南亚区加强合作———传染病监测和应对能

力提升的双区域战略”的决议.该决议再次指出, “本地区面临共同的卫生

安全威胁,但由于在传染病监测和应对能力方面差异大,且东盟十国在世卫

体系中被割裂开而难以共同应对”.④ 印尼和泰国成为该决议的重要推动者.
印尼在世卫组织体系下隶属东南亚区,由于想与其他隶属西太区的东盟国家

加强有关卫生政策的讨论与治理合作,印尼联合澳大利亚推动了双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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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PFidler,“FromInternationalSanitaryConventionstoGlobalHealthSecurity:The
New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４,No２,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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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forGlobalHealthSecurity”,TheMilbankQuarterly,Vol９４,No２,２０１６,p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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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程设置.① 时任世卫组织东南亚区主任的萨姆利普连邦昌 (Samlee
Plianbangchang)来自泰国,且有为数不少的泰国籍工作人员在世卫组织工

作.泰国利用其在全球和本地区卫生议程设置上的影响力推动了双区域合作

决议达成.

２００５年９月,«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下文简称 APSED)在泰

国和印尼等国家的大力推动,以及世卫组织西太区和东南亚区的积极配合下

应运而生.② APSED反复援引 “非典”和 “禽流感”对地区造成的重创,将

共同威胁认知具体化.它在认可地区内部存在较大卫生能力差异的基础上,
指出 “保护地区免受传染病健康威胁的有效性取决于地区内卫生能力最弱的

国家”,③ 以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提升卫生治理能力.同时,它将 “合作”
与 “能力提升”联系在一起,指出 “联合行动对加强国家和地区卫生能力的

有效性将发挥关键作用”,并暗示如果各国采取集体方式进行能力建设,将

比各国单独行动更能吸引外部融资.④ 针对缅甸对IHR２００５外部评估机制

可能导致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受损的担忧,ASPED指出,“提升国家防控疾病

能力不仅不会损害国家主权,反倒有利于在卫生危机发生时减少外界干

涉”.⑤ ASPED的讨论过程和文本内容深化了东盟国家对共同卫生安全威胁

的认知,明确了提升卫生治理能力的国家责任,框定了合作带来的共同收

益,进一步强化了东盟国家的地区卫生安全利益认知.
(二)APSED下地区卫生合作实践进程保持与集体身份建构

首先,APSED基于IHR２００５国家核心能力建设规范和集体治理规范,
根据地区实际的卫生需求和应对能力,选择性地 “剔除”了部分有争议的要

求,划分出八项核心能力建设目标的先后次序和实施阶段,为东盟国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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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能力、实施IHR２００５ “最低要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指导.例如,IHR２００５要求各国及时、透明地自主报告疫情,在某种程度

上与东盟 “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冲突,世卫组织试图对各国的遵约情况进行

外部评估的计划遭到缅甸等国的反对.于是,APSED暂时搁置了有争议的

目标,将 “监测和应对能力、实验室能力、风险沟通能力”列为地区优先建

设目标,① 并加强对登革热等地方病的关注.同时,它采用 “结构化能力建

设”的方式来增加地区的自主性,在国家层级上允许各国根据自身卫生能力制

定国家工作计划,在地区层次上将 “IHR２００５核心能力建设指标”和各国填

写的 “核心能力建设实施进度”相结合,允许国家在具体领域根据自身情况自

主设定标准,② 保证所有国家能通过持续的实践进程产生一种普遍的地区义

务感.③ 针对缅甸和柬埔寨自我评估准确度较差的问题,APSED设置了 “地区

评估练习培训班”.针对东盟国家控制疫情信息的偏好,APSED鼓励国家通过

官方渠道第一时间报告疫情信息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并协助马来西亚制

定东盟地区风险沟通计划、设计风险沟通培训模块、主办地区培训班.④

其次,APSED通过支持东盟１０＋３新发传染病项目来推进地区监测和

实验室能力建设.老挝建立了国家传染病协调委员会、国家新发传染病控制

办公室以及IHR国家联络点.⑤ 印尼成立了国家级防控人畜共患病委员会,
缅甸也重组了人畜共患病协调机制.泰国为地区提供了包括实验室、快速反

应小组 (RRT)、病毒中心和实验技术在内的疾病监测和检验资源,⑥ 开展

了 “训练培训者工作坊” (APSEDTrainingＧofＧtrainersWorkshop)、现场流

行病学培训项目 (FETP)和改良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⑦ 在监测系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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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在 APSED框架下,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以及动物疾病全球预警系统 (GLEWS)建立了更紧密的合作网

络,① 针对监测和快速反应小组的培训也扩展到地方层级.②

图２　国际卫生治理规范与地区本土卫生治理规范中核心能力建设目标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同图１
说明:IHR２００５是２００５年修订的 «国际卫生条例»的简称,是目前基础性的国际

卫生治理规范.ASPED、APSED (２０１０)和 ASPED Ⅲ分别是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

治战略»«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 (２０１０)»和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战略»的简称,是２００５年至今亚太地区本土卫生治理规范在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

演化 版 本.其 中,APSED 于 ２００５ 年 被 制 定,APSED (２０１０)于 ２０１０ 年 被 制 定,

APSED Ⅲ于２０１６年被制定

最后,建立政治—技术合作网 络.东 盟 秘 书 处 于 ２００７ 年 开 始 出 席

APSED伙伴论坛并参与行政运作,还搭建了囊括执行和咨询功能的组织制

度.伙伴论坛在执行层次上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资助活动的实施.③ 技术咨询

小组 (TAG)通过提供技术建议、召集项目工作组、确定外部顾问、评定和

修订计划,为秘书处和伙伴论坛提供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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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世卫组织对全球应对 “甲流”大流行①的有效性评估显示,
“APSED是有效指导本地区各国集体提升新发疾病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能

力,建立伙伴关系增进合作的共同规范纲领”.② ２００７年,东盟地区仅有一

半国家的流感中心有能力开展流感病毒诊断多聚酶链式反应,而到了２００９
年,大多数国家的流感中心都能遵循全球外部质量评估规划指南进行持续而

可靠的诊断.③ 尽管东盟国家在传染病防范和监测系统上仍存在明显差距,
但都呈现出对IHR２００５遵从能力的提升,④ 东盟国家针对大流行防备工作

的外部融资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⑤ 同时,大多数东盟国家,包括卫生治理

能力较差的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起初在政治上有所抵制的缅甸,都试图增加

由国家主导的传染病信息报告.泰国、越南和新加坡制定了国家大流行防备

和应对计划,并将疾病监测和应对能力纳入国家卫生法制化建设.⑥ 良好的

实施效果增强了东盟国家保持合作的意愿,⑦ 在持续的实践进程中,东盟国

家构建起共同的卫生治理愿景,日渐产生出彼此信任和相互依存的合作关

系,进而孕育出地区卫生合作治理的集体身份.
(三)地区卫生合作制度化与APSED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作用

东盟国家在 APSED框架下进行能力建设为地区卫生合作的渐进式制度

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能力保障.APSED利用东盟现有的地区合作平台,通

过协调监测、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国家间合作,⑧ 促进了东盟国家卫生治理和

危机应对能力的提升.在 APSED框架下,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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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建立了国家级现场流行病学培训.① 印尼建立了改善社区

疾病监测的快速反应小组,老挝的实验室能力也有所提高.② 柬埔寨建成了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提升了当地实验室数据收集、分析和共享的

能力.新加坡加强了公立医院临床实验室的诊断能力,并为东盟地区提供实

验室能力培训;菲律宾制定了临床标准化手册,并提供了相应的培训.泰国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卫生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培训、现场流行病学培训、联合应

对 “埃博拉”培训,并制定了桌面演练基本计划和标准.③ 在风险沟通方面,
老挝设置了中央和地方联络工作队,并对疫情信息呈报条例化;柬埔寨设立

了风险沟通小组,对各级工作人员进行风险沟通培训;④ 越南卫生部设立部

级紧急通信委员会,制定卫生紧急情况风险沟通战略,开展大流行遏制演

习.东盟国家参与 APSED的实践提升了构建机制的能力,为地区卫生合作

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发

展.疫情 刚 爆 发 时,东 盟 公 共 卫 生 应 急 行 动 中 心 网 络 (ASEAN EOC
Network)和生物离散虚拟中心 (ABVC)等合作机制相继成立.这些机制

与 APSED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大流行防范和应对机制相互配合,主要通过旅

行限制、边境关闭、社会距离指示、大规模检测等措施促进地区合作抗疫计

划的推进.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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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curingRegionalHealththoughAPSED:BuildingSustainableCapacityforManaging
EmergingDiseasesandPublicHealthEvents:ProgressReport２０１２,WHO,RegionalOfficeforthe
WesternPacific,ISBN:９７８９２９０６１５９４１,２０１２,p１６

PiyaHanvoravongchaietal,“PandemicInfluenzaPreparednessandHealthSystemsChallengesin
Asia:ResultsfromRapidAnalysesin６AsianCountries”,p３２２

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 DiseasesProgressReport２０１５:SecuringRegional
Health,pp５Ｇ２４

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 DiseasesProgressReport２０１３:SecuringRegional
Health,WHO,RegionalOfficefortheWesternPacific,ISBN:９７８９２９０６１６３１３,２０１３,pp３８Ｇ３９

MelyCaballeroＧAnthony,“ASEAN’sMultilateralPaththroughthePandemic”,CurrentHistory,

August２０,２０２０,pp２２４Ｇ２２５,https://onlineucpressedu/currenthistory/articleＧabstract/１１９/８１
８/２２２/１１１３４３/ASEANＧsＧMultilateralＧPathＧThroughＧtheＧ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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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东盟地区卫生合作机制与国际卫生治理规范要求

IHR２００５核心

能力规范要求
东盟地区卫生合作机制

预防

东盟卫生部长会议 (AHMM)
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 (SOMHD)
东盟动物卫生信托基金 (ASEANAnimalHealthTrustFund)
东盟１０＋３新发传染病项目 (APTEID)
东盟１０＋３全民健康覆盖网络 (APTUHCNetwork)
东盟传染病专家组 (ASEANExpertsGrouponCommunicableDiseases,AEGCD)
东盟大流行防备和应对工作组 (ASEAN TechnicalWorkingGrouponPandemic
PreparednessandResponse,AWGPPR)
东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ASEAN RiskAssessmentCentreforFoodSafety,
ARAC)
东盟高致病性禽流感特别工作组 (ASEAN HPAITaskforce)
东盟动物卫生信息系统 (ASEAN RegionalAnimalHealthInformationSystem,
ARAHIS)
东盟动物健康和生产信息系统 (AnimalHealthandProductionInformationSystem
fortheASEAN,AHPISA)
联合应对传染性登革热病网络 (UnitedinTacklingEpidemicDengue,UNITEDengue)
东盟动物卫生和人畜共患病协调中心 (ACCAHZ)

监测

湄公河流域疾病监测项目 (MBDS)
东盟１０＋３联合实验室 (APL)
东盟１０＋３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网络 (APTFETN)
东南亚传染病临床研究网络 (SouthEastAsiaInfectiousDiseaseClinicalResearch
Network,SEAICRN)
东盟热带病药物与诊断创新网络 (ASEANNDI)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热带医学与公共卫生网络 (SEAMEO－TROPMEDNetwork)
东盟生物离散虚拟中心 (ABVC)

应对

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 (AADMER)
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 (AHA)
东盟风险沟通资源中心 (ASEANRiskCommunicationResourceCentre,RCRC)
东盟军事医学中心 (ACMM)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网络 (ASEANEOCNetwork)
东盟公共卫生协调委员会紧急情况工作组 (ACCWGＧPHE)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相关资料整理,参见 GiannaGayleHerreraAmulandTikkiPang,“Regional
HealthSecurity:An Overview ofStrengthening ASEAN’sCapacitiesfortheInternationalHealth
Regulations”,pp３８Ｇ３９

(四)本土卫生治理规范演化与渐进式卫生能力提升路径

在长达十五年的实践进程中,APSED作为帮助东盟地区实现IHR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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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要求的地区本土规范,也随着地区卫生治理能力和需求的变化,实

现了从最初的版本到 APSED (２０１０)再到 APSED Ⅲ的自我演化.通过降

低标准和设立优先次序,APSED保证了东盟国家最大限度地持续参与地

区卫生合作,并与地区内外利益相关方保持互动.同时,通过逐步削弱本

土行为体对国际规范的抵制,促进引领性地区卫生治理观念和路径偏好的

形成.当本土规范被地区所广泛接受,并引发较稳定的制度化时,其工具

性作用逐渐增强,并通过增强与国际规范的一致性来继续助力地区卫生合

作的发展.

表２　APSED、APSED (２０１０)和APSEDⅢ的对比

领域 APSED APSED (２０１０) APSED Ⅲ

愿景和目标
强调对管理新发传染病

的迫切需求

强调对新发疾病和其他卫

生紧 急 事 件 的 “集 体 责

任”

强调对突发卫生事件和卫

生安全承担 “集体责任”,
加强突发卫生事件的准备

和应对能力

具体目标

五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降低 风 险、 早 期 探 测、
快速 反 应、 有 效 准 备、
长期合作关系

五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降低风险、早期探测、快

速反应、有效应急准备、
长期合作关系

六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有效准备、降低风险、早

期探测和评估、应对和后

续恢复、战略合作伙伴和

可持续筹资、加强预防

重点领域

五 个 重 点 领 域———监 测

和应对、实验室能 力 建

设、人畜共患病的防治、
传 染 病 的 防 控、 风 险

沟通

八个 重 点 领 域———监 测、
风险评估与应急响应;实

验室能力建设;人畜共患

病的 防 治;传 染 病 的 防

控;风险沟通;卫生应急

准备;地区层面的预警和

应对;监测和评价

八个重点领域———突发卫

生事件的准备;监测、风

险评估和应对;实验室能

力建设;人畜共患病的防

治;卫生服务过程中的预

防;风险沟通;准备、预

警和应对;监测和评价

范围 新发传染病
包括新发疾病在内的所有

卫生安全威胁

以突发卫生事件为核心的

所有卫生安全威胁

时间 ５年 ５年
５~８年,灵活的实施时间

设定

发展过程

“自上而下”的方法,通

过各种评估和评价来支

持执行,并借鉴 “非典”
的经验教训

“自下而上”的办法,加

强国 家 和 地 区 层 面 的 磋

商,并借 鉴 ２００９ 年 “甲

流”的经验教训

“自下而上”的办法,通过

加强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磋

商,建 立 在 先 前 的 规 范、
实施经验、评估和各国反

馈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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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式

循序渐进的方法,以 确

保具备 “最低能力”;
标准化方式,在实 施 过

程中灵活性较低;
更关注资源缺乏和能力

欠缺的国家

满 足 核 心 能 力 的 基 本

要求;
非标准化的方法,在设计

和执行时更加灵活;
继续关注资源缺乏和能力

欠缺的国家,也确保地区

内所有国家的充分参与

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实现

国际规范要求;
非标准化的方法,保持灵

活性,但加强了联合外部

评估;
确保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充

分参与

资料来源:AilanLiandTakeshiKasai,“The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Diseases:A
StrategyforRegionalHealthSecurity”,p８;APSED Ⅲ部分为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添加

２００５年,APSED基于地区实际卫生能力和当时最紧迫的卫生治理需

求———防控 “禽流感”,提出了建设 “最低限度”的卫生治理能力目标.它

将IHR２００５的 “全球—国家”疾病防控能力建设体系扩展为 “全球—地

区—国家”三个层级,强调对不同国家卫生系统和卫生治理能力差异的重

视.随着东盟各国卫生治理 “最低能力”的基本形成,２０１０年技术咨询小组

“自下而上”推动了本土规范演化.针对 APSED在实施过程中地区内各国评

估标准不统一以及缺乏监督的情况,APSED (２０１０)将 “监测与评价”加

入重点建设的领域中,并把东盟已有的人道主义紧急救援机制纳入新实施的

计划.① 修订后的 APSED (２０１０)在保持本土自主性与灵活性的同时,明确

了其帮助地区实现IHR２００５规范要求的定位,并在结合地区实际能力和需

求的基础上,将治理目标提升为 “满足IHR２００５核心能力的基本要求”.②

它涵盖的卫生治理内容、发展过程、实施方式以及体系的完整程度都与

APSED有所不同,要求各国无论能力强弱,都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共同

的卫生安全威胁.③ 在这一时期,本土规范在内容上显示出了更强的国际规

范遵从性和一致性,在实施方式上已基本形成本土特色,更关注地区内所有

国家的充分参与.
随着本地区卫生治理能力的持续增强以及地区卫生合作机制的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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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Diseases:TechnicalPapers,WHO,RegionalOffice
forSouthＧEastAsiaandtheWesternPacific,２０１０,p４,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１０６６５/

２０４７９８
BiregionalConsultationonthe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DiseasesandBeyond:

KualaLumpur,Malaysia,２４Ｇ２７ May２０１０,WHO,RegionalOfficeforthe WesternPacificand
SouthＧEastAsia,DocumentNoRS/２０１０/GE/２１ (MAA),２０１０,pp７Ｇ１２

AilanLiandTakeshiKasai, “TheAsiaPacificStrategyforEmergingDiseases:AStrategy
forRegionalHealthSecurity”,p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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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地区专家共同体于２０１５年再次提出修订建议,以更适应地区实际能力

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并与全球环境更加契合.修订后的 ASPED Ⅲ再次提

升了治理目标,要求地区内各国加强卫生领域的核心能力建设,实现国际卫

生治理规范要求,并将自己定位为 “与IHR２００５相一致的地区性工具”,是

促进地区实现集体治理规范和核心能力建设规范渐进路径中的最高层级.在

这条渐进式核心能力建设的路径中,APSED作为引领性的本土规范,随着

地区卫生合作实践进程发生着持续的自我演化,其在核心能力建设要求上与

IHR２００５的一致性越来越高.

图３　 «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建设的 “渐进式”路径与本土规范演化

资料来源:DevelopingASPED Ⅲ :InformationforMemberStateConsolation,

WHO,ManilaandDelhi:RegionalOfficeforSouthＧEastAsiaandtheWesternPacific,

２０１６,p１０,http://１６４１１５４５８９/th/file/ghsa２０１６/０９_０５_２０１６/whoapsediii_consu

ltfinalvapr２０１６pdf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然疫情应对效果仍存在明显的国家间差异,①

但 APSED长期以来帮助东盟国家提升核心能力,为地区有效应对疫情提供

了有力支撑.② 在该框架下建立起来的监控、预警和响应机制以及实验室体

系增强了国家抗疫能力,风险沟通培训和卫生应急双层协作模式增进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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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aneKLTehetal,“MultivariateVisualization ofthe GlobalCOVIDＧ１９ Pandemic:A
Comparisonof１６１Countries”,PloSOne,Vol１６,No５,２０２１,pp７Ｇ８

TakeshiKasai, “Fromthe‘New Normal’toa‘NewFuture’:ASustainableResponseto
COVIDＧ１９”,TheLancetRegionalHealthＧWesternPacific,Vol４,No１,２０２０,pp１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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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① 东盟国家在地区全面复苏框架中也明确提到 “有必要继续支持

APSED的实施以促进地区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② 东盟成员国在 APSED
框架下获得了试剂和其他实验材料,柬埔寨国家实验室获得了设备支持,老

挝、菲律宾和文莱获得了评估培训和应急行动技术支持,除泰国和新加坡之

外的东盟国家都获得了基因测序技术的实验室技术援助,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印尼获得了社区流动人口疫苗接种动员的技术和人力支持.③

此外,ASPED技术咨询小组也为地区内国家迅速启动疫情应对措施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召开的 APSED技术咨询小组会议

上,与会专家在总结本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阶段地

区行动设置了两套方案,以应对不同的疫情形势演变.同时,技术咨询小组

建议建立地区和国家应急融资机制,并就疫苗、社区卫生措施、卫生系统资

源配置、监测、实验、边境防控措施、风险沟通、密切接触者识别和追踪等

问题制定了技术路线,并对地区内国家展开指导.④ 随后召开的伙伴论坛提

供了抗疫融资平台,世卫组织两个地区办公室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

机构举行了关于地区合作抗疫融资的会议,得到了来自２１３个合作伙伴和７３
个捐资伙伴的支持.⑤ 同时,技术咨询小组建议,应基于本地区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经验,在２０２３年内完成对 APSED的更新,以保持对地区卫生治理

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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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VirtualMeetingoftheBiregionalTechnicalAdvisoryGroup (TAG)ontheAsiaPacific
Strategy for Emerging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PSED Ⅲ ):Advancing
Implementation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 (２００５),Manila,Philippines,２７Ｇ２９July
２０２１:meetingreport,WHO,RegionalOfficefortheWesternPacific,DocumentNoRS/２０２１/GE/

１４ (Virtual),２０２１,p６
ASEANComprehensiveRecoveryFramework,ASEAN,２０２０,https://aseanorg/book/

aseanＧcomprehensiveＧrecoveryＧframework/,２０２２Ｇ０２Ｇ２４
ProgressReportson TechnicalProgrammes:HealthSecurity,Includ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NoncommunicableDiseasesandAgeing,ClimateChange,theEnvironmentandHealth,

ReachingtheUnreached,DrivingtheVisionofForTheFuture,WHO,RegionalOfficeforthe
WesternPacific,DocumentNoWPR/RC７２/８,２０２１,pp４Ｇ６

CovidＧ１９IntheWesternPacificRegion,WHO,RegionalOfficeforthe WesternPacific,

DocumentNoRC７２/INF/２,２０２１,pp３Ｇ１０
VirtualMeetingoftheBiregionalTechnicalAdvisoryGroup (TAG)ontheAsiaPacific

Strategy for Emerging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PSED Ⅲ ):Advancing
Implementation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 (２００５),Manila,Philippines,２７Ｇ２９July
２０２１:meetingReport,pp３７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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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全球治理的 “区域转向”与区域国别研究 “实践向度”的扩展为研究地

区卫生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本文借鉴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和规范

本土化理论,构建了规范本土化与合作制度化在多重实践进程中互动演进的

逻辑,并通过对东盟的地区卫生合作进行事实梳理,完成了对理论框架的初

步验证.本文强调对非西方实践的关注,并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 “以地区框

架解决全球问题”的思路.其一,规范本土化与渐进式制度发展是东盟在地

区情境下 “化劣势为优势”的手段,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升卫生治理能力

提供了独特思路.其二,在当今全球卫生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的情况下,
地区对全球治理结构的连接、缓冲作用,以及对治理资源的整合、再分配作

用得以凸显.地区治理与跨地区合作将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新形式,与现有

体系兼容共存.其三,有必要将多元参与者纳入全球与地区卫生治理体系,
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促进规范性和技术性知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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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oftheUnitedStates,itisnecessaryforChinatoformatoolboxthat
integratescountermeasures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AIin China,
counterUSsuppressionandcounterattackagainstUSslanderinordertohelp
tobuildaglobalAIcooperationmechanismandsecurity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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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ingAmbitionandLowCapacity:TheSynergyofNormLocalization
andInstitutionalizedHealthCooperationintheASEANRegion

ZhangLei
Abstract:Globalhealth governanceis deeplyimpacted by regional

activities,andtheenhancementofhealthgovernancecapacityindeveloping
countriesand regions has become a criticalfactorin determining the
effectivenessofglobalhealthgovernanceOnthebasisofanalysisofarchival
documentsandexpertinterviews,thisarticleconsiderstheprogressof
ASEANinregionalhealthcooperationoninfectiousdiseasesItarguesthatin
practice,thesynergyofnormlocalizationandinstitutionalizedcooperation
advancetheevolutionofregionalhealthcooperationOnonehand,thenorm
localizationcreatesperceptionsofsharedinterestsandcollectiveidentity,
whichdrive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regionalhealthcooperationOnthe
otherhand,thecontinuous developmentofregionalhealth governance
institutionsbecomesanimportantreferencefortheevolutionoflocalized
norms,whichwillresultinthecontinuationofnormlocalizationAninＧdepth
understandingofinteractions between norms,concepts,identities,and
institutionsin ASEAN’sregionalhealthcooperation willbenefitglobal
healthgovernancereform,safeguardingChina’sneighboringhealthsecurity
aswellasconstructionofacommunityofcommon healthfor mankind
betweenChinaand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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